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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
与路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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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有史以来最为严
峻的挑战之一，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造成重大冲击。面
对未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要跳出依靠自我调节的
稳态思维、割裂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碎片化思维，摒弃人为制造差异
的等级制思维，适应全球形势的非稳态和系统性变化，并以去中心
化思维看待全球化进程和历史发展大势。新冠疫情大流行为重塑全
球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机遇。从价值上看，全球治理要从维护西方
价值迈向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模式上看，全球治理要从大国治
理迈向全球共治；从制度上看，全球治理要从注重功能治理迈向注
重系统治理；从手段上看，全球治理要从侧重市场逻辑迈向市场逻辑
与国家逻辑的协同。这既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
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方案。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全球治理 新冠疫情 全球化 国际
社会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全球安全与发展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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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的时代之问。① 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

时代之问，也引发我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何去何从的思考。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瑞典病理学家福克·亨申就在考察人类疾病的起

源和地理分布后指出， “人类的历史就是其疾病的历史”。② 在人类社会发展

史上，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大流行不仅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还深刻影响

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一些重大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比暴

动和战争更为惨烈和深远。③ 从公元前４３０—前４２７年在雅典发生的瘟疫，到

１３４７—１３５２年间席卷欧洲的 “黑死病”，再到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的 “西班牙大流

感”，无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导致大国关系深刻变化。如今，正在全球肆

虐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无疑将成为深刻影响全人类的又一重大事件。 “疫情不

仅是对各国执政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检验。”④

对全球治理的研究者来说，新冠疫情大流行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有学者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世

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⑤ 但从全球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来看，

新冠疫情大流行给全球治理带来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在治理主体上，新冠疫

情大流行凸显了现有国际组织的弊端，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面临

重大挑战。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反应失灵、行动迟缓，大

国间协调与合作的难度也在加大。⑥ 疫情期间，全球治理的权威让位于国家

行政权威，在疫情结束前乃至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

都将处于弱势地位。⑦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组织的疲软表现使得国家治理的

基础性作用得到彰显。⑧ 在治理领域上，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公共卫生治理为

先导，凸显了日益扩大的全球治理赤字。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全球公共卫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 《把握时代潮流，缔造光明未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第２版。

Ｆｏｌｋｅ　Ｈｅｎｓｃｈｅｎ，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ａｎ　Ｔａｔｅ，Ｄｅｌａｃｏｒｔ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

王文：《传染病与大国兴衰———基于历史实例的研究》， 《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
１３６—１４８页。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 《人民日
报》，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日，第３版。

张宇燕、倪峰、杨伯江、冯仲平：《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４
期，第４—２６页。

孙吉胜：《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８２—８７
页。

赵可金：《病毒与权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权威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
第１０期，第３０—４９页。

康晓：《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国际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２３—２８页。



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与路径重塑

生危机的应对远远超出卫生领域，对各个民族国家和不同功能领域国际机构
间的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① 在治理路径上，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主义受到
冲击并发生新的变革。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之势，

这些特点仍将延续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加强。② 有学者认为，疫情导致多边
治理退缩和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世界性自由主义退却而专制民粹主义崛起，

以及私人和自发治理的兴起。③ 还有学者认为，以区域为单位的治理结构将
在全球层面治理面临阻碍时发挥更大作用。④ 因此，国际格局更趋于 “无极
化”，西方大国的 “再国家化”也将加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作用
将更为重要。⑤ 随着美国霸权日渐走弱、权力逐渐下沉和分散，全球治理趋
向于扁平，一个更具活力和灵活性的，以多层次、多领域和多主体为基本特
征的复合治理网络将会建立。⑥

毋庸置疑，随疫情发展而涌现的全球问题更加复杂、影响更加深远。无
论疫情何时结束，全球治理都难以甚至不可能退回到疫情之前。因此，进一
步深入研究思考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总结经验与教训，

是摆在中国和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议程和重要任务。

一、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治理的冲击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广泛涉及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社会环境、国家
发展和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已成为足以载入史册的全球危机。疫情发生
后，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加速扩大，国内政治极化和国际政治分歧日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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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社会则不断深化对新冠疫情冲击的性

质与表现的认识，为各国制定应对举措奠定了基础。

（一）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与很多全球问题不同的是，新冠疫情具有很强的突发性，不仅难以预

计，而且还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难以控制的全球大流行病。在疫情冲击下，

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全球可持续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报告显示，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较上年萎缩３．１％，创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以

来最低增长水平。① 由于疫情大流行暴发，全球失业率和贫困率上升，２０２０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的平均分出现了自２０１５年该目标通过以来的首

次下降。②

同时，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冲击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加剧了国

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非理性博弈，引发了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

秩序不稳定。作为两个在国际体系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关系在疫情背

景下持续发生深刻变化。马凯硕认为，新冠疫情加速了早已开始的中美力量

对比变化，并推进全球化中心加速从美国转向中国。③ 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

美国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不断煽动国内反华势力，对华战略也更具竞争性

和挑衅性，中美之间的对抗情绪从政府层面扩大到社会层面，两国在抗疫背

后的地缘和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对此，亚当·波森指出，疫情可能导致美中

关系进一步 “脱钩”，并使疫后世界变得更加分裂。在此背景下，大国关系

加速分化组合，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在一些学者看来，新冠疫情大流行将会永久性地改写历史进程、改变世

界秩序。④ 库尔特·坎贝尔和杜如松指出，美国在疫情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预示其全球威信和领导力快速下降，如果不采取积极行动，疫情的蔓延将成

为美国的 “苏伊士时刻”。⑤ 目前，疫情正在加速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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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秩序会否在经过逐步的量变后迎来突然的质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逆全球化”挑战加大
在一些学者看来，新冠疫情大流行并未改变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开

启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
或延缓了这一进程，并且疫情作用于现行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体
现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 “客观”断裂上。① 其实，疫情对
全球化的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客观维度。疫情迫使很多国家不得不采取应对
产业链断裂的内顾政策，这些政策与少数大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在
一起，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 “脱钩”政策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全球供应链
和产业链调整的全面重组和回缩。

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认为，疫情将使战略自主性成为重组供应链的首
要考量。他指出，尽管全球化进程不会停止，但全球商业、金融和治理秩序
已经无法回到原有轨道，国家利益和经济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全球供应链被
打破，产业付出高昂代价回归本土，零售业等旧有的商业模式会被颠覆。②

威廉·雷恩斯认为，疫情后全球供应链的结构将出现永久性变化，从长远来
看，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支付高昂成本来重建其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
性，使供应链变得更短，更接近本国或最终市场。③

因此，疫情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导致全球化的新一轮倒退。布雷默认
为，疫情后去全球化和缺乏合作将成为世界新秩序的特征，民粹主义与本国
优先将成为政治新常态，各国企业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被迫重构产业链，将
生产转回国内。④ 总体来看，虽然新冠疫情大流行并不是去全球化的动力，

但它却为去全球化策略提供了合理性。⑤ 而从根源上讲，逆全球化挑战是全
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不匹配引发全球治理失灵的结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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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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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
ＩＩＩ—ＶＩ页。

陈伟光：《全球化逆动与中国的应对：基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关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７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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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体现在

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国际体系等各个领域。目前来看，新冠疫
情的影响早已不局限于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而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和溢
出。从最初的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和经
济衰退的 “新冠疫情危机”，再到如同柏林墙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一般导致
政治经济权力永久转移的世界大事件，都深刻反映出人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
变局的畏惧和担忧。① 随着疫情影响在全球的不断扩散和蔓延，人们的认知
和争论还将不断呈现新的动向，加剧全球范围内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
的碰撞。

约翰·伊肯伯里认为，这场疫情将为西方大战略辩论中的不同阵营注入
动力，民族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对华鹰派甚至自由国际主义者都将看到
证明他们观点紧迫性的新证据。随着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除民族主义、大
国对抗、战略脱钩等类似趋势得到强化外，很难再看到其他任何东西。② 迪
米特里·叶夫斯塔菲耶夫也称，疫情凸显了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的竞
争，可能导致国际主流文化解体，以及美国让渡在思想领域的领导权。③ 托
马斯·弗里德曼则借用 “紧密社会”和 “松散社会”的文化差异理论，来理
解不同国家抗击疫情所采取的方式。④ 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等紧密型社会
更重视规则，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多遭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

探索出了一套严密的规则和秩序来挽救生命。而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则
盛行松散文化，几乎没有受过大规模灾害威胁，往往更重视自由而弱化规
则。疫情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也将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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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３月和１２月，美国 《外交政策》杂志分别邀请了１２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评估
和预测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的全球秩序。在两次讨论中，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广泛，且大都认为，
正如病毒破坏生活、扰乱经济、改变选举结果一样，疫情将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权
力的永久性转变。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Ｗａｌｔ　ｅｔ　ａｌ．，“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２３６，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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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митрийЕвстафьев： Пандемиякоронавируса：путьтуда，нонеобратно ， Эксперт ，№１５，６
апреля２０２０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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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与路径重塑

二、新冠疫情大流行与全球治理思维变革

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的特点、性质和影响，并找到更符合现实
需要的应对之策，人们需要调整和转换认知思维，进行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创
新。概括而言，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全球治理已经或者需要进行如下四个方
面的思维变革。

（一）从稳态思维治理到非稳态思维治理
通常情况下，无论是生物有机体还是社会有机体，都是一种稳态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结构。稳态原指生物有机体通过正常的调节作用让各个器官与
系统协调活动并共同维持内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① 因此，稳态是不断
变化又相对稳定的状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扩展到社会领域，稳态系统是
“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有自我生存和调节能力的进化系统”。② 再扩展到国
际社会，稳态主要是指包括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系统的国际社会
系统处于规范有序、动态平衡的连续运行状态。
处于稳态的国际体系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规范性。规范性意味着规则

得到普遍适用。现代国际体系是伴随着一系列条约和协议、通行的国际惯例
和准则以及协调国际关系的国际机构等制度和规则的建立而形成的。国际体
系的每一次重大调整与变革都意味着一系列旧的国际规则的废止和失效，以
及新的国际规则制定并得到执行和遵守。二是有序性。有序性意味着国际秩
序保持总体稳定。在现代国际体系形成后的大部分时期内，尽管国际社会各
种国际矛盾和跨国问题不断涌现，甚至出现国际危机与冲突，但国际社会总
体仍是一种稳定可控的稳态结构。三是动态性。动态性意味着影响国际体系
演进的各种力量与因素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之中，但这种演进并不
会带来剧烈的或本质的变化。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治理兴起③以来，对于
各种矛盾与问题的治理，往往不需要考虑短期内的剧烈变化，而是遵循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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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华：《论社会系统的稳态机制》，《理论与现代化》，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２５页。
１９９５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报告界定全球治理概念后，这一概念才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公

认，因此，一般也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的起点。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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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治理的逻辑。① 在稳态思维治理模式下，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尤其是
主要成员能够遵循国际规则，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从而保障国际社会的协调
有序。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发生，使稳态治理思维受到冲击，并使国际体系呈现
更多非稳态 （ｎｏｎ－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特征。非稳态是一种突变过程，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如下两个维度改变了人们对原有国
际体系的认知：一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问题的诱导效应。一方面，疫情
直接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给人类生命健康构成严峻威胁；另一方面，由
于疫情冲击具有很强的溢出性，很多国家正常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受到
严重干扰，乃至陷入失序状态。二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问题的叠加效
应。大流行的发生正值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国际矛盾和全球问
题已累积到较高水平。尽管疫情可能不会成为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因
素，但它使大变局加速演进，并由此成为推动世界变局的重大事件。基于以
上两方面的效应，新冠疫情大流行既造成现有国际体系剧烈变化，又使现有
国际体系面临更大变局。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使全球问题和风险具有高度可变性和超预期性，并
因此对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可预见的未来，像新冠疫
情大流行这样可在短期内给全人类造成巨大冲击的全球问题很可能不是孤

例。除了可能暴发新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外，还有很多领域的问题也将会加速
恶化并引发更加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尤其是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生
物灭绝进程加速，一旦超过维持生态平衡的临界值，其所构成的全球性威胁
与挑战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对此，来自全球１５３个国家的１．１万余名科学家
联名发文表示担忧。②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显
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全球地表温度较１８５０—１９００年升高了１．０９℃，创１２．５
万年前冰河时代以来的最快水平。③ 如果世界各国仍然漠视正在加速演进的
各种变化，未来全球将会面临更多超出人类能力控制的危机。由此可见，未
来的全球治理将在越来越多问题领域遵循非稳态思维的治理逻辑。反映在全
球治理规则上，既要充分发挥其功能和效用，也要对规则的破坏和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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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对整个国际体系来说，其影响主
要反映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并未造成国际体系的重大调整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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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做好准备。
（二）从碎片化思维治理到系统性思维治理
全球治理 “碎片化”和治理形态多样性是与全球治理研究相关的基本问

题之一。① 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全球
治理也由此开启了大国主导的碎片化进程。２００９年，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正式
加入ＴＰＰ谈判进程。②２０１０年３月，美国同其他各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
首轮ＴＰＰ谈判。美国主导的ＴＰＰ协定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助推了经贸治
理的碎片化进程。作为一项地区性经贸协定，ＴＰＰ并未根据地域原则向亚太
地区所有成员开放，而是通过邀请和所谓 “一致同意”原则将亚太地区很多
重要经济体排除在外，从而导致亚太地区成员间的分裂。尤其对于一体化程
度较高的东盟，只有部分成员加入ＴＰＰ谈判，从而在事实上被分裂为两个部
分。同时，美国主导ＴＰＰ的一个意图在于借此塑造未来的全球贸易。这种利
用地区协定构筑全球规则的做法本身就是对已有多边平台的损害，因而也不
可能取得成功。特朗普在上台后退出了ＴＰＰ协议，但转向了更为极端的单边
主义，退出一系列多边协定和多边机构，致使全球治理陷入更严重的碎片化
困境。在一定意义上，新冠疫情大流行也是全球治理碎片化的必然产物。
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更加凸显。其首先表现在经济

领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加强，并且随着民族主义和
民粹主义盛行，全球化可能回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的 “有限全球化”，回
归 “经济主权时代”。③ 这种全球治理的困境反映出全球治理碎片化思维的两
大误区：一是割裂了全球问题之间的联动性。疫情本身只属于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问题，但如果仅从这一点出发看待疫情，就无法理解全球抗疫当中的政
治化、污名化。当今世界的重大国际事件，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宗教等领域高度关联、相互渗透，而且会形成合力影响国际秩序演变。二是
过于倚重全球问题的地方化应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缺乏有效的多
边合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疫情是难以战胜的。保护主义无法应对人类
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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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
２２—２４页。

早在２００８年９月，时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就公开表示，美国在考虑于２００９年开始参
与ＴＰＰ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

郑永年：《全球可能会退回经济主权时代》，《浙商》，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２３页；胡志勇：《世
界经济格局将因疫情影响加速转型》，《经济日报》，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第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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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
受损。① 这是全球治理系统性的生动写照。当前，全球抗疫合作效果不佳的
事实给未来全球治理带来的启示是，应对全球问题必须要有系统性思维。一
方面，全球治理议题领域存在高度联动性，需要增强某一议题领域问题的系
统性应对。恰如新冠疫情大流行，其影响远远超出公共卫生治理，并向经
济、社会、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溢出。正因如此，仅靠世界卫生组织以
及各国卫生部门无法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应对疫情冲击，而需要在国际上进
行系统性应对，加强各功能机制之间以及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另一方
面，国家和地区内部问题存在高度联动性，需要加强某一国家和地区问题的
系统性应对。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高度相互依存，某一国家和地区内
部的问题与危机很可能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蔓延，从而引发更大范
围、更大影响的问题与危机。新冠病毒之所以引发全球大流行，很大程度上
就在于国家和地区内部问题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

（三）从等级制思维治理到去中心化思维治理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力，

也在理论上赋予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早在１６世纪８０年代，法国政治思
想家让·博丹就系统提出了国家主权学说，认为主权是指对内具有至高无上
的权力，对外具有独立平等的权力。② 这一学说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
提供了思想支撑。然而，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一些行为体利用某种权威影
响其他行为体行为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当某个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拥有权威
时，就在两者之间产生了等级关系，并因此形成了国际等级制。③ 现行全球
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主导建立的。在这一体系中，只有少数
国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绝大部分国家都只是现有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全
球化因此形成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中心—外围结构。不同国家享有的权利和获
得的利益各不相同，并与各自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不相匹配。总体来看，现
行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少数国家主导的等级制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主导国家
往往抱持等级制思维推进全球治理，习惯于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推责追
责，致使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合法性逐步丧失。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已开启了 “去中心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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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２２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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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逐步进入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开始
下降。由于国际力量 “东升西降”，从整个国际关系史来看偶然存在的 “超
级大国”现象将不复存在，世界政治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去中心的全球治
理，并产生更加注重合作共存的国际社会。① “去中心化”意味着全球转型的
配置不再集中于一小部分国家，而呈现越来越分散的方式。与以往相比，支
撑全球化的权力模式少了不均匀的集中，多了相互制衡的力量组合。②

长期以来，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加大了国家财富与实力的分
化。大国在全球治理网络中占据节点位置，并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建构了
强大的权力。③ 为此，位居产业链下游的国家往往能够实现对上游国家的控
制。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断裂表明，处于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和地
区都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全球危机爆发时，原料和原
材料供应以及位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日用品制造同样能够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

博弈的 “武器”。由于产业链的扁平化，上游与下游只是产业链的位置不同，

并非重要性有高有低。位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

只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所以，新冠疫情大流行暴露出等级制思维
治理的弊端，加速了全球的去中心化进程。不同地区与国家都会暂时退回本
土区域，反思经济全球化给本土带来的冲击与威胁。④ 当前，全球抗疫合作

的领导者缺失或许正是全球治理 “去中心化”加速的反映，未来全球治理可
能将不再依靠个别或少数国家担当领导角色，而更多表现为建立在共商共建
共享基础上的协商治理。

三、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路径重塑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以来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公共卫

生危机。全球抗疫合作中暴露的诸多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反思价值，并给
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改革与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在疫情对全球化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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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项》，《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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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关于全球治理的新认知既要能够为全球疫情治理中
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各种乱象提供合理解释，更要为未来的全球治理实
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引。

从构成要素来看，全球治理一般包括价值、规制、主体或基本单元、对
象或客体以及结果等五个方面。① 但如果将全球治理理解为制度公共产品的
供给，其构成要素便都将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形式反映出来。基于这种考虑和
疫情带来的变化，下面从中国视角出发并立足全球治理的价值、模式、制
度、手段四个基本要素探讨全球治理新路径，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
设提供新的启示。

（一）全球治理价值：西方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关乎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理解全球治理为何

失灵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在国际层面，相比二战之前应对国际危机和挑
战的各种制度安排来说，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是，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导和参与建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行为体限于少数国
际社会成员，且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这使得现行全球治理体系
的价值基础主要来源于西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利
益。在这些国家的主导下，全球治理日益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全球治理的政
治化。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场所。在
全球问题的应对上，讲求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尽力逃避和推卸义务和责
任，不择手段争夺话语权和规则制订权，使全球治理缺失合作性和包容性。

这种情况在全球抗疫中颇为常见。在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大流行面前，一些
国家不顾病毒才是全人类共同敌人的基本事实，不仅不集中资源投入全球抗
疫合作，还在国际社会大搞病毒溯源政治化、疫情防控政治化、疫苗分配政
治化，使全球抗疫面临更大障碍和挑战。二是全球治理的工具化。在部分国
家看来，全球治理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它们对通行国际规则和各
种全球治理机制，要么奉行 “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原则，频频毁约退群，

严重削弱全球治理规则和机制的权威和效力，要么奉行双重标准，对本国和
他国实行不同标准、对盟友和非盟友实行不同标准，党同伐异、打压异己，

严重破坏了全球治理的公平与正义。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事实表明，西方价值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不能反映
人类共同的需求与利益，也不可能使全球治理发挥应有的效能。在西方价值
主导下，一些国家的全球治理行动与全球治理的应有目标完全背离，不仅割

２１

①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２５—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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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关系，还将两者对立起来，因而只会带来更多
的利益冲突和不断增加的全球治理赤字。为此，实现全球善治，必须坚守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是应对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①

用一种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否定了价值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映的是维护一种
价值的利益。共同价值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群体价值的共同部分，

根本目标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价值不能担负指引全球治理迈向
美好未来的责任，建立在西方价值基础上的全球治理理论，不可能指导更加
有效的全球治理实践。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必须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体现全
人类共同价值。

（二）全球治理模式：大国治理与全球共治
在世界历史中，大国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的主角地位。这种现象在现实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不
可避免。国家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的大小。② 这似乎是 “国际
政治的铁律”。即便一些理论淡化国际关系的权力色彩，强调制度、文化、

观念、道德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国家权力以及作为这些因素载体
的大国始终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全球治理领域，大国的作用和
贡献显而易见。现行所有重要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大国主导建立的。从联合
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

构，到二十国集团等非正式机制，其成立和运行都反映出大国是完善全球治
理的重要力量。大国之所以在全球治理中长期发挥主要作用，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原因：一是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拥有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资源。全
球问题影响广泛，没有大国的参与和支持，很难得到妥善处理。二是大国对
全球问题通常拥有更高的利益攸关度。大国的经济、人口等规模相对较大，

一旦面临全球问题的冲击，往往遭受更大的损失。三是大国自身的问题往往
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全球性问题。因而，大国治理长
期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

但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启示是，全球治理存在明显的 “木桶效
应”，治理的最终成效往往并不是取决于最有能力的或多数国家所付出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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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第２版；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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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是取决于应对能力最弱的国家怎么做。仅依靠部分国家良好的防控效
果并不能让全球疫情彻底消失，只要疫情还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扩散蔓延，人
类就会始终面临新冠疫情的威胁。从一些国家防控疫情暴露的问题来看，既
包括自身条件、资源和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更包括防控理念和思维上的短
板。对于前者，大国虽有优势，但不可能独善其身，而要将其优势转化为更
多的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国际合作弥补其他国家的短板。对于后者，大国也
可能存在明显短板，如果盲目自信，不仅不能使自身免于病毒侵害，还会成
为全球威胁的源头。

应对全球问题离不开国际社会每个成员的共同参与。疫情防控表明，仅
依靠大国主导、大国参与、大国协调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紧迫的现实需求，

从而为构建全球共治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全
球共治理念由来已久，但在全球治理实践中融入共治理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前所未有。当今世界权力并非以 “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被越来越多的
行为体所共享。① 建构全球共治反映的正是这一趋势和潮流。２００８年国际金
融危机之后，全球治理的讨论越来越强调全球治理的机制改革和以国家为主
体的多边共治的集体行动。② 不同于大国治理，全球共治要求全球所有行为
体共同参与治理，是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③ 它是建立在多
行为体共存的和谐状态基础上的一种调和性理念，以求同存异原则对待国家
之间的差异，以多主体协商民主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④ 战胜疫情需要全球
合作，其他全球问题的解决也都离不开所有行为体的共同努力。越来越多的
实践表明，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也应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要
素。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气候变化、移民、大流行病，

还是恐怖主义、金融不稳定抑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需要采取全球性
行动。⑤ 总之，实现全球共治，就是要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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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 “无极”状态的描述，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Ｈａａｓｓ，“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Ｓ．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７，Ｎｏ．３，２００８，ｐ．４４－５６。

陈伟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
５３—６１页。

俞正樑、陈玉刚：《全球共治理论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８—１５页。
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４

期，第６７—８７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Ｗ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ｒｄｅｎ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８，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２０７－２１５．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

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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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治理制度：功能治理与系统治理
在应对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采取的方法往往是将面临的问题按

照所涉领域进行划分，并通过功能性国际组织来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推动
全球问题解决。诸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红
十字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它们都是功
能导向的。总体来看，现行全球治理的特点和模式是分议题的功能治理。其
优势在于针对某个及其相关的议题，聚集专业力量为国际社会提供专业化的
解决方案，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决策提供专业化的应对建议。但在应对系统性
危机方面，功能治理的弊端暴露无遗。这也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建立
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的主要原因。客观地说，二十国集团反映了全球治理的
现实要求，因此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新型全球治理机制。但是，二十国集团
存在的代表性、执行力、约束力以及机制自身的治理结构等问题使其功能未
得到有效发挥。

新冠疫情大流行再次深刻展现了全球治理各个议题之间的高度联动性。

当前，全球治理议题的联动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同议题之间
的界限日益模糊。例如，当今世界的贸易协定已越来越多地涉及知识产权、

劳动者权利、环境保护等问题，甚至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人权、文化等原
本与贸易联系甚微的议题也被纳入其中。贸易、投资、金融、援助等经济问
题常常被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几乎没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国发
动的贸易战仅是出于解决同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或所谓不公平贸易问

题。二是不同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大。作为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冠疫情
大流行，不仅导致停工停产、失业增加、收入缩减、经济衰退，还导致社会
和政治动荡，甚至是军事冲突。① 三是不同议题的应对互为条件。应对新冠
疫情大流行，不仅要解决医疗物资和技术缺乏问题，更要解决经济复苏、民
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等问题。

因此，现行全球治理制度的问题与弊端是系统性的，仅靠某个功能领域
的修补已不可能满足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全球治理各个议题之间的高度联
动性既要求各个治理主体和机制进行分工，更要进行高效的相互协作。尽管
很多功能领域的国际制度在应对各自领域的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
在不同议题间联动性明显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仍囿于现有资源和力量已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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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间政府的封锁措施增加了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参见 Ｍａｒｉ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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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难以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正如所谓新木桶效应所描述的那样，即便组装
木桶的木板长短一致，但能够装多少水还取决于木板之间的接缝是否紧密。

从系统治理出发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制度，就是要坚持以系统观念理解全球
治理各议题领域间的互动关系，在整体上认识全球治理的演进规律。对于全
球治理改革实践，系统治理要求将全球治理制度改革和建设放在中心位置，

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全球治理手段：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
市场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直是全球治理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市场与

国家是矛盾的统一体，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吉尔平指出，自１６世纪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市场也逐步成为组织经济关系的基本方式。在此后的
数百年中，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并逐渐成为决定当今世界国际
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① 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实践来看，当今世界
的西方国家普遍尊崇政府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倡导自由
市场和全球化，并在政治上实行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在其治理逻辑中，市场
是一只能够实现自主纠偏和调节的 “看不见的手”，从而更有效地促进社会
的利益。② 依据市场逻辑，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形成一种 “自发的秩序”，而无
须政府干预。③ 然而，从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到当前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无
不反映出西方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局限和危机。④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拥有世
界先进医疗技术的美国无力阻止陷入疫情冲击的最糟糕境地。这足以说明西
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应对突发风险时的市场失灵，以及市场失灵时的政府
缺位。

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推动国
家与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在市场与国家两种社会组织形式中，国家的作用
日益凸显。丹尼·罗德里克指出，疫情之后，市场与国家之间、高度全球化
与民族自治之间的关系将得到重新平衡。受疫情后日益高涨的逆全球化思潮
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吸引力下降，国家而非市场将会重新获得全球化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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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页。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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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ｐｐ．３４－５２．
西方学者对此已有深刻认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及其与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

机的关系，参见Ｄａｖｉｄ　Ｍ．Ｋｏｔｚ，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２１世纪资本主义的大流行病》作者、罗马大学历史文化与宗教学系教授亚历山德拉·恰蒂尼
与巴勒莫大学社会文化系教授马可·Ａ．皮罗内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深层
缺陷。参见李凯旋：《新冠肺炎疫情下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意大利左翼学者访谈》，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５０—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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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且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将超过全球化带来的收益。① 迪米特里·叶
夫斯塔菲耶夫认为，在新冠疫情后全球竞争的新阶段，国家、跨国公司和其
他行为体同处于一个 “网络结构”中，未来各参与主体将迈向一种新的平
衡。② 阿列克谢·普什科夫也认为，在疫情之后的世界上，国家的地位势必
增强；在保证外部安全、内部法律秩序、医疗和教育等领域，若是缺乏有效
运转的政府，任何国家都寸步难行。③

因此，对于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这一基本命题，要跳出西
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窠臼，并以全新的思维来看待。长期以来，全球治理带有
明显的西方色彩，主要反映了２０世纪中叶全球治理逐步兴起时西方尤其是
美国的国内和国际背景。然而，相比半个多世纪前，当今世界已发生巨大变
化。比如，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人们所讨论的国际市场是一种平行市场，其
存续的现实基础是美苏两大集团之间通过确保相互摧毁而达成的心照不宣的

和平机制。冷战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国际市场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市场，支撑
这一市场的是国家构建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由于客观因
素的冲击和主观因素的促动，这种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在一些领域正走
向 “脱钩”。同时，人们也看到，由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角色的强化，当前
国际市场的运行出现了高度政治化现象，政府以安全为目的深度参与国际市
场的正常交往。要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还是说
如今人们真的处于一个安全威胁不断加剧的世界，从而需要政府走向全球治
理前台，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内部治理以及国家对全
球治理的参与将日益成为影响未来全球治理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们
需要对现有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加以检视和反思，更好发挥国家与
市场作用，发挥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

结　　语

新冠疫情大流行在不久的将来或将结束，或将由于病毒毒性大幅降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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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形成长期共存关系，但无论如何，它都将不可避免地给全球治理带来
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新冠疫情大流行既推动了全球治理变革，也对全球治理
思维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未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将
越来越需要以非稳态、系统性和去中心化的思维去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大流
行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未来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诸如严
峻的气候变化以及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将给人类带来的风险甚至是灾难。

这些此起彼伏、影响广泛的重大突发性事态，越来越难以依托全球治理的传
统思维加以应对。

因而，新冠疫情大流行触发了重塑全球治理思维和路径的重大契机。全
球治理将逐步回归其兴起时的初心使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基础的全球共治和
以各功能领域制度互动为基础的系统治理，并在治理手段上实现市场与国家
角色的协同。这些基本逻辑既为构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思路，

也将构成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直面后疫情时代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和挑战，全球治理需要关照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调动国际社会每个成员共
同应对。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
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
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 ‘带节奏’。”① 这既是推动全
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
全球治理方案。

（责任编辑：杨嘉宜）

８１

①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２１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
频主旨演讲》（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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